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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 

——對徐世榮台灣農村土改論述的批判總綱 

 

廖彥豪*∣2018 年 1 月 8 日 

 

一、前言：徐世榮戰後農村土改論述的基調 

在解嚴後的台灣，對農村土改研究出版最多，最受學界矚目和社會知曉的學

者，莫過於徐世榮教授，相關研究已出版三篇期刊論文，三篇專書論文（徐世榮、

蕭新煌 2001；徐世榮、蕭新煌 2003；徐世榮、周有為 2008；徐世榮 2008；徐

世榮 2010；徐世榮、廖麗敏、萬曉彤 2014），徐這些文章是以學院研究者作為對

話對象，成為近年農村土改研究代表性的批判論述。 

徐於 2016 年由遠足文化出版的《土地正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徵收，一段

被掩蓋、一再上演的歷史》一書（簡稱《土地正義》），不同於先前學術論文，以

個別政策作為對象，試圖以整合的批判角度，重新檢討「國民黨政府」在戰後推

行農村土改的前因後果，並以「國民黨政府」推動土改時展現的威權獨裁性格和

空間開發體制作為分析基礎，指出在解嚴多年後，這個威權體制遺緒仍是理解當

前台灣各項土地徵收爭議和衝突的核心要害1（徐世榮 2016），徐並提出應將土改

與土徵爭議等現在進行式的不正義作為，納入當前轉型正義的處理範疇，重新反

省土改對台灣社會與地主菁英的影響和壓迫（徐世榮 2008：42-43；徐世榮 2010：

95；徐世榮、廖麗敏、萬曉彤 2014：66-67）。 

徐撰寫的學術論文，是和研究者進行對話，閱讀和影響範圍相對有限，徐對

《土地正義》這本科普書有不同定位，非以嚴謹學術規範為限制，而希望以面向

台灣社會和普羅大眾的歷史與政策書寫為主，並將這本書獻給曾經或仍在遭受土

改和徵收迫害的台灣人民，希望台灣社會和政府當局正視此項轉型正義的重大課

題（徐世榮 2016：22-23）。徐也身體力行，這本書不僅透過他親自口述，由訪談

者張雅綿協助整理，他也在出版前對全書進行校閱改寫。在出版後，並透過串聯

全島土徵爭議據點和獨立書店網絡全省巡講，藉此宣傳他對反省土改和批判徵收

爭議的立場和論述，這本書在 2017 年獲得出版界金鼎獎，展現當前政府文化部

                                                      
* 台大城鄉所碩士，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E-mail: r96544022@ntu.edu.tw 
1 以此為分析基礎，來處理當前各項土徵爭議的問題，構成《土地正義》這本書的下半部，下

半部書評，請參考詹竣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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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對此書的重視和肯定。 

徐作為受限於學院框架的知識工作者，在不受體制鼓勵的條件下，願就對

農村土改研究長期投入，及致力將自己對這段重要歷史事件與政策制度的研究

和詮釋，從事面向社會的科普書寫是應肯定的事，但這本書內，卻有諸多論及

歷史事實與政策制度的基本錯誤。我認為即便撰寫科普書，仍應本於各種歷史

事實與制度規範，深入淺出重建對這段事件的歷史書寫，進而提出作者對這段

歷史的詮釋和評價。但徐的《土地正義》一書，經我逐頁校訂後卻有高達六十

個項次，近百項歷史事實和制度規範的嚴重錯誤，關於這些錯誤，請參閱我整

理的勘誤表（請見勘誤表），本文不另贅述。 

本文是以書評形式，就《土地正義》的上篇〈土地改革的真相，你不知道

的黑歷史〉為主軸，但評論不以這半本書為限，將同時參酌徐相關論述，呈現

其對農村土改歷史書寫與分析評價的誤解與矛盾，提出對徐世榮農村土改論述

的整體檢視、批判與質問。 

 

二、耕者有其田案的博弈過程：政權運作、地主菁英與基層人民的

政治參與 

本節限於篇幅，僅簡述徐世榮對推動土改背後政權治理的基本理解，並透過

我的研究，配合表一對耕者有其田案研議過程的斡旋過程，對徐就方案研議過程

和政權治理運作的誤解，提出扼要批評與回應，對農村土改推動過程的敘述與分

析，可參考我的論文（廖彥豪 2013：9-111；廖彥豪、瞿宛文 2015：99-122）與

2018 年將出版的專書。 

徐從推動土改的案例，提出對國民黨戰後政權治理和運作的基本觀點，可簡

要定義成：以黨治國的黨國體制（徐世榮 2014：44-46；徐世榮 2016：55-74），

對當時由誰來決定和領導土改時，徐指出國民黨是主要的幕後推動者，而這重大

政治決定和指示，是由蔣中正親自下令。當時在政務系統由地政單位負責，扮演

主導角色是省府地政局，而擁有美援支持的農復會土地組則僅提供經費與技術，

行政與立法系統大都配合蔣的政治決定，使國民黨政府能順利在 1953 年正式推

動土改。 

徐認為土改涉及對本省地主菁英財產權的衝擊影響，以地主菁英為主的省議

會理應參與這個過程，藉此表達不同看法和建議，但受二二八事件後續效應影響，

地主菁英當時備受打擊和壓制，在推動土改期間，不敢作出積極衝撞和抵抗，同

時在國府政務系統缺乏本省地主菁英代言人參與，因此地主菁英相當程度被排除

在土改的斡旋過程裡，未能對方案內容產生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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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行政院會審查階段五個方案的主要原則對照表 

      代表單位 

 

主要原則 

省府草案 議會建議案 
內政部 

主審案 

財政部 

替代案 
行政院草案 

扶植自耕農

原則 
直接扶植 直接扶植 直接扶植 

直接與間接

扶植並行 
直接扶植 

保留地條件

與面積 

在鄉地主可

保留田兩甲
2
 

在鄉地主可

保留田兩甲
3
 

祭祀公業田

五甲
4
 

在鄉地主可

保留田兩甲
5
 

祭祀公業與

宗教團體田

五甲
6
 

地主每戶田

四甲以下
7
 

地主每戶田

三甲
8
 

祭祀公業與

宗教團體田

三甲
9
 

免徵範圍
10

 

1、自耕農所

有之自耕耕

地 

2、都市計畫

實施範圍內

出租耕地 

 

1、自耕農以

其家族勞力

自耕耕地

（其面積另

定之） 

2、都市計畫

區域內出租

耕地 

3、工廠及工

廠建設預定

用地及工業

1、已公布都

市計畫實施

範圍內出租

耕地 

2、公私企業

供應原料所

必需之耕地 

 1、已公布都

市計畫實施

範圍內出租

耕地 

2、公私企業

供應原料所

必需之耕地 

                                                      
2 省府草案折算標準為，保留地按等則分為三級，水田部分 1-8 等則保留 1 甲，9-18 等則保留 2

甲，19-26 等則保留 4 甲；旱田部分 1-8 等則保留 2 甲，9-18 等則保留 4 甲，19-26 等則保留 8 甲。 
3 議會建議案折算標準為，保留地按等則分為四級，水田部分 1-6 等則保留 1 甲，7-12 等則保留

2 甲，13-18 等則保留 3 甲，19 等則以上保留 4 甲；旱田部分 1-6 等則保留 2 甲，7-12 等則保留 4

甲，13-18 等則保留 6 甲，19 等則以上保留 8 甲。 
4 議會建議案對祭祀公業保留地標準，直接規範為水田 5 甲或旱田 10 甲，並未另訂折算標準。 
5 內政部主審案折算標準採納議會建議案的標準。 
6 內政部主審案對祭祀公業保留地標準，是以 1-6 等則的水田 5 甲和旱田 10 甲為基準，參考各等

則水旱田折算標準，以 19 等則以上換算（最低等則、最大面積），最多可保留 20 甲水田或是 40

甲旱田。 
7 財政部替代案並未明定是否有折算標準。 
8 行政院草案折算標準為，保留地按等則分為四級，水田部分 1-6 等則保留 1.5 甲，7-12 等則保

留 3 甲，13-18 等則保留 4.5 甲，19 等則以上保留 6 甲；旱田部分 1-6 等則保留 3 甲，7-12 等則保

留 6 甲，13-18 等則保留 9 甲，19 等則以上保留 12 甲。 
9 行政院草案對祭祀公業保留地的折算標準，是比照地主保留地標準加倍保留，因此如果以 1-6

等則的水旱田計算，水田可保留 3 甲，旱田可保留 6 甲，略低於內政部主審案規定。 
10 免徵條件部分，五案皆有類似規範部分不列入表格，包括下列各項：一、新開墾地及收穫顯不

可靠之耕地（省府與議會案有特別註明山畑，內政部主審案則改為旱田）；二、供試驗研究或農

業指導使用耕地；三、教育及慈善團體所需耕地（議會案在此款加入宗教，並特別註明是教育宗

教或慈善團體所靠收入之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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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採土用地 

地價補償配

套 

現金、債

券、股票；

以債券為主 

現金、債

券、股票；

提高股票成

數 

現金、債

券；債券之

後可自由換

購股票 

股票 債券、股票 

共有出租耕

地處理方式 
全面徵收 刪除 全面徵收 

 
全面徵收 

總徵收面積
11

 

（單位：萬甲） 

21.4 

（83.9％） 

略低於 9.5
12

 

（37％） 

略低於 20.8
13

 

（81.4％） 

 略低於 17.9
14

 

（70.1％） 

徵收地主戶

數（個人/共

有） 

24017/78515 24017/0 24017/78515 

 

7750/78515 

相關罰則
15

 加重刑罰 
輕度刑罰 

或輕度罰金 
加重刑罰 

 
加重刑罰 

資料來源：廖彥豪製表。〈行政院會議第二六一次會議—秘密討論事項: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草案
案〉；〈行政院會議第二六六次會議—臨時秘密討論事項: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草案案〉；〈行政院
會議第二六七次會議—秘密討論事項：內政部呈送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草案審查修訂條文請核
定案〉；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編印 1952。 

說明一：本表參考各案條文外，另參考三份各案條文對照表與統計資料製作而成。第一份為內政
部主審案提出時，內政部就省府草案、議會建議案和內政部主審案的逐條比較對照表；第二份為
行政院草案提出時，內政部就省府草案、議會建議案和行政院草案的逐條比較對照表；第三份為
進入立法院審議階段時，內政部協助整理的各案徵收總面積與地主戶數統計表。 

說明二：當時全省私有出租耕地總面積約為 25.6 萬甲，各案總徵收面積部分，參考立院審查階
段，內政部製作的各案徵收總面積與影響地主戶數統計表進行檢核（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1952：
24）。財政部替代案部分徵收總面積，根據行政院會議紀錄，認為應達私有出租耕地總面積的 40
％，換算約為 10.2 萬甲，但由於財政部替代案對保留與免徵的相關規定並不清楚，特別是關於共
有出租耕地是否徵收一項影響重大，因此此處不在表內正式載入此案徵收總面積。各案總徵收面

                                                      
11 各案總徵收面積部分，參考立院審查階段，由內政部製作的各案徵收總面積與影響地主戶數

統計表進行檢核（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1952：24）。 
12 議會建議案的徵收面積，是以省府草案徵收總面積減掉私有共有出租耕地一項面積而得到的

數字（約 9.5 萬甲），而議會建議案因另列有祭祀公業保留地規定，9.5 萬甲的數字尚未扣除祭祀

公業保留地部分，如照議會建議案規定實施，實際徵收面積應會略低於 9.5 萬甲（按團體有耕地

面積總數約 1.7 萬甲）（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1952：24）。 
13 內政部主審案的徵收面積，是以內政部統計表為依據，內政部主審案在地目等則與面積換算

比省府草案略為放寬，總徵收面積約為 20.8 萬甲，而內政部主審案因另列有進一步放寬祭祀公

業保留地規定，20.8 萬甲的數字尚未扣除祭祀公業與宗教團體保留地部分，如照內政部主審案相

關規定實施，實際徵收面積應會略低於 20.8 萬甲（按團體有耕地面積總數約 1.7 萬甲）（立法院

內政委員會 1952：24）。 
14 行政院草案的徵收面積，是以內政部所製統計表為依據，行政院草案不分在鄉與不在鄉，只要

是地主每戶都可保留田三甲（相較省府草案、議會建議案與內政部主審案多一甲），因此總徵收

面積約為 17.9 萬甲，而行政院草案因仍列有祭祀公業保留地規定，17.9 萬甲的數字尚未扣除祭祀

公業與宗教團體保留地部分，因此如照行政院草案相關規定實施，實際徵收面積應會略低於 17.9

萬甲（按團體有耕地面積總數約 1.7 萬甲）（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1952：24）。 
15 此處罰則是指妨礙或破壞本條例實施者而言的處罰，在各項方案裡，明顯只有議會建議案對

違法妨礙本條例實施者，主張處以較輕的刑罰或可易科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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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後的（％），為該案徵收面積佔整體私有出租耕地總面積之比例。 

說明三：徵收地主影響戶數部分，主要比較個人有與共有出租耕地影響戶數。內政部所製統計表
另有團體有（7,704 戶）、公私共有（127 戶）與政府代管等三類耕地，因戶數甚少，且不屬於本
文比較分析範圍內，此處不列入。 

 

根據廣泛對國民黨、行政院、省政府與省議會檔案的利用與研究，我已明確

指出，蔣中正與國民黨在推動土改過程角色有限，蔣與黨是在行政部門內部意見

分歧（行政院與省政府之爭），或行政和議會部門間產生衝突時（省議會提供建

議案的程序問題和立法院對部分條文的爭論），扮演對程序問題和次要原則爭論

的協調角色，徐顯然誤解蔣與黨在本案的角色。而推動農村土改幕後的主導者，

無疑是當時的行政院長陳誠，他直接領導農復會土地組和省府地政局積極推動土

改方案，而省府在 1952 年 6 月提出的省府草案（參考表一），是由土地組與地政

局耗費一年多的時間，根據地籍總歸戶成果與參考過去農村調查研擬而成。相對

於徐認定農復會僅屬於配合角色的看法，在實際政治運作和政策籌畫過程裡，農

復會土地組扮演真正主導決策方案的重要角色。 

而徐世榮認定在二二八事件後已受打擊，無法抵抗的本省地主菁英，卻是透

過由其主導的省與縣市議會，高度參與和影響從省府到行政院階段的政治斡旋與

草案修訂過程。從表一可看到，省議會在 1952 年 6-8 月間經過動員全省縣市議

會提供修正意見的過程，匯聚全省各級地主菁英的意見和力量，提出議會建議案

來影響土改案的修正方向。省議會明確從「必需保障地主」的角度出發，訴求擴

大保留地面積、廢除共有地徵收、限制佃農承領面積、提高地價補償基準、降低

違反條例罰則等主張。若國府當時全盤接受議會建議案，徵收面積將大幅降低至

9.5 萬甲以下（僅佔總面積的 37％不到），在各方案間比較，可說是「不土改」的

替選方案。 

而在行政院審查階段，省府草案和議會建議案先後送交行政院，作為院方與

內政部審查的重要參考。在行政院階段，並非各官僚部門都全力支持最初由農復

會和地政局研擬的省府草案，參考表一，當時財政部提出一個地主四甲土地以上

採直接徵收，四甲以下採貸款給佃農，由業佃間交易的間接扶植方案，但此案並

未被陳誠採納。行政院審查階段由內政部主導，但內政部審查時提出的各項修正，

是接受陳誠的指示，而內政部主審案的主要修正，包括納入祭祀公業、宗教團體

與工商業保留地，及對土地等則和保留面積換算基準的放寬，都是採納議會建議

案做出的修正，展現本省地主菁英的實質影響力，並非徐認定議會建議案對行政

院審查毫無影響。 

而行政院階段對本省地主菁英做出最大的讓步，是最後在院會由陳誠主導通

過，作為政務部門提出最後定案的行政院草案（參考表一）。陳誠高度採納議會

建議案、本省籍政委蔡培火和省主席吳國楨的建議，包括不論在鄉與否，地主皆

可保留土地，保留面積放寬到一戶三甲，土地等則和保留面積換算採納省議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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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這使按照行政院草案規範，徵收面積略降為 17.9 萬甲，呈現對個人有和團體

有地主的退讓，以尋求本省地主菁英的妥協。作為構成當時台灣私有出租耕地主

體的共有地全面徵收部分（參考下表四），國府從省府到行政院審查階段都捍衛

全面徵收主張，對此未對議會建議案訴求退讓。下一波對共有地徵收產生爭議，

是在立院審議階段，由共有小地主自己提出陳抗，並獲得立院外省菁英相助，與

黨務和政院菁英抗衡，對共有地結構與斡旋過程分析請參考本文第四節討論。 

從對省府到行政院階段的主要方案和斡旋過程的簡介，可看到在最初研議

到最後形成行政院草案的過程裡，蔣中正與黨機器都未介入方案內容的研議與

修正，主要斡旋過程，是在院長陳誠、各部門技術官僚與本省地主菁英主導的

議會系統三方間周旋。而政務系統各部門間也未對推動土改有充分共識，在意

見分歧情況下，是由院長陳誠做出政治裁決。從省府草案到行政院草案的重要

修正，多採納議會建議案意見，顯示省與縣市議會在體制上雖無權利參與實質

審查過程，但透過高度組織動員全島地主菁英形成的政治能量和壓力，確實迫

使國府決策者和技術官僚必須做出適度退讓，而並非如徐世榮所言，地主菁英

建議和訴求都未聽見和採納，行政院草案的妥協，顯示本省地主菁英在本案政

治博弈過程的高度參與和具體影響。 

 

三、「和諧」業佃關係？對「佃農自動退耕」的誤解與誤用 

因為國民黨一直教育我們，地主和佃農的關係很惡劣，兩者之間有非常

多衝突，但如果業佃關係這麼惡劣，為何佃農 B會這麼感念他們的頭家?

如果業佃之間沒有衝突，那麼我們實施土地改革的正當性在哪裡?（徐

世榮 2016：36）。 

根據 1948年的調查，佃農平均佃租約占收穫量之 56.8％，台中地區因

為土壤比較肥沃，根據日治時期的統計，佃租甚至高達 70％。佃農與雇

農在這種土地制度中掙扎生存，不僅是土地經濟的問題，更是社會政治

的問題。（徐世榮 2016：39） 

 

（一）、對撤佃與佃農退耕問題的誤解 

在徐的土改論述裡，1951 年發生的「佃農自動退耕」問題扮演關鍵角色。對

徐而言，「自動退耕」證成他想突顯當時農村社會堪稱「和諧」的業佃關係；如

同引文提到，這也對他認為「國民黨政府」當時刻意操作業佃關係惡化的議題，

以改善農民生計為訴求，以此作為推動土改的正當性打折扣。如透過現象與數據

證明，當時業佃關係和諧，且政府強力推動減租下，佃農尚不顧自身生計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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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大量「自動退耕」產生，徐言下之意，即「國民黨政府」推動土改背後的正

當性就不攻自破了（徐世榮、蕭新煌 2003：45-50；徐世榮 2010：50-54；徐世榮 

2016：47-48, 79-80）。 

本節將指出徐對「自動退耕」的掌握和詮釋，存在歷史背景、基本數據和邏

輯論證的謬誤，我認為他據此指稱農村業佃關係堪稱和諧的常識性結論，也應重

新被問題化討論。以下將對佃農退耕現象，就徐提出的詮釋提出批評與質問，從

邏輯推論和相關證據證明在 1951 年發生大量佃農退耕現象，應非出於佃農基於

和諧業佃關係下的自願行為，而必須有其他適當的解釋。 

徐主張戰後初期業佃關係堪稱和諧，源於下列因素：父權意識形態、數代業

佃恩情、地主顧及佃農的生計倫理，而他認為最關鍵的因素，是基於地主擁有所

有權，掌握撤佃或續租的不對等生殺大權（徐世榮、蕭新煌 2003：42-44；徐世

榮 2010：50-54；徐世榮 2016：46-48、79-80）。徐論及地主照顧佃農生計倫理的

說法，卻反而佐證他描繪「和諧業佃關係」下佃農仍處於勉強生存邊緣的艱苦處

境，徐提到：「由此有一重大之發現，即雖然地主對佃農收取高額之地租，使得

佃農家庭的生活困苦，但是（地主）卻仍然會重視佃農的生計倫理，使其能夠生

活下去，不至於讓其餓死或進行佃農抗爭活動」（徐世榮、蕭新煌 2003：42-44）。 

根據引文，或徐對佃農處境的描述，儘管地主對佃農生計略有顧及，不會「讓

佃農餓死」或「群起抗爭」，但在「和諧業佃關係」下，佃農處境顯仍相當艱難。

而維繫表面「和諧業佃關係」，關鍵在地主透過掌握所有權衍生的撤佃或續租權

力，就徐的角度來看，佃農在艱難處境下為勉強維持生計，並害怕地主撤佃或不

續租，才形成這套由父權意識主宰的業佃關係。 

而徐對和諧業佃關係的解釋及其對佃農艱難處境的描述，則和他以和諧業佃

關係，回頭來解釋「佃農自動退耕」現象產生矛盾，意即：既然佃農仍處境艱難，

並因轉業困難，為維繫基本生計，才必須和地主維持表面和諧關係，是因害怕地

主撤佃起租，危害自身生計維持。那為何佃農反而會因和諧的業佃關係，自己主

動自願將耕地返還給地主？ 

在此我必須提出追問的是，徐筆下處境艱難的佃農，在放棄承租耕地後，轉

業困難，生活何以為繼？而大量佃農因「自願退耕」，無法維繫生計，造成的社

會動盪狀況，對社會可能造成何種衝擊，政府應如何解決？徐顯然未曾思考與處

理這兩個層次問題，而僅聚焦在他詮釋的「佃農自動退耕」現象，對地主權益的

返還和保障，及造成國府推動土改正當性減損效果的「重大發現」。 

徐談及國府在 1951 年推動《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立法的動力時，曾指出

因《台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未明定租期，而使只訂 3 年租期的地主，在 1951

年因租約即將到期，許多地主希望解除租約，不惜透過訴訟途徑，和佃農對簿公

堂，而最後多能取回土地，對佃農生計形成威脅、造成社會恐慌（徐世榮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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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5）。徐並未對撤佃事件的因果多著墨，但這與他主張的和諧關係有直接衝突，

若以撤佃事件重新檢視，徐未說明對地主而言，為何僅是因租約到期，地主此時

就不顧租佃恩情及佃農生計，而急於透過訴訟解除租約取回耕地；同時這一波透

過訴訟進行的「合法撤佃」，導致對佃農生計的威脅和恐慌，是否仍屬於徐宣稱

的和諧關係。 

假定從徐解釋「佃農自動退耕」觀點，來檢視佃農在「撤佃事件」的反應，

在當時法令制度不完備的情況，這些因租約到期，而被地主要求返還耕地的佃農，

為何未如徐想像的欣然接受撤佃（被動放棄租佃權），卻反而起身捍衛自己的租

佃權和基本生計，被迫選擇和地主對簿公堂。這顯示佃農最終在面臨撤佃，威脅

自身生計時的選擇，與徐對「自動退耕」現象的解釋產生矛盾。 

我認為湯惠蓀的看法較有洞見和解釋力（湯惠蓀 1948：3-4），湯認為地主和

佃農在承平時期雖相安無事，逢年過節甚或禮尚往來，但不代表業佃關係融洽和

諧，而是從屬關係的展現。一旦地主另有打算，佃農生計受到威脅，業佃利害關

係產生分歧時隨即爆發衝突，這個問題癥結在地主擁有所有權，而掌握撤佃或續

租的生殺大權。而徐世榮顯然未認識到，地主掌握撤佃或續租的不對等權力，是

維持表面和諧關係的基石，卻也是造成業佃糾紛和衝突白熱化的雙面刃，而這正

是湯惠蓀等土改者主張減租與耕者有其田的動力與正當性。 

徐對「自動退耕」的說法，欠缺對佃農和地主主觀考量及客觀環境的理解，

顯得解釋力薄弱。而國府主管部門對佃農退耕的解釋可作參考。地政局認為發生

「佃農退耕」風潮原因，是因部分地主為個人利益，企圖用各種方法回復其既得

利益或另謀其他利益，但地主知道公然超收地租或強制撤佃，不為法令允許，因

此部分地主透過威逼利誘手段，誘迫佃農出具退耕證明，表示佃農自願放棄承租，

達到收回耕地的目的16（民政廳地政局 未載明：12-16）。 

在分析各類佃農退耕案後，地政局指出在減租後租佃地價格相較自耕地明顯

跌落，而地主普遍認為國府隨後將實施限田政策，
17
推動《耕者有其田》，因此有

急於出售土地的動力，地主為降低出售土地遭受的損失，以某種權利金或部分耕

地贈與形式，誘使佃農自動退耕，讓地主可以自耕地價格將土地售出（民政廳地

政局 未載明：12-16；陳誠 1951：33-34；內政部 1951：26-27）。地政局對地主撤

佃和佃農退耕現象的解釋，從地主在農村的社經地位及權勢運用角度出發，呈現

當時業佃的權力不對等關係，並同時解釋地主基於自利行為，以權勢壓迫或利益

交換方式，誘使佃農自動配合退耕的過程。而徐未能回答的問題，部分佃農為何

不顧維持自身生計，而自願退耕的疑問也獲得解釋，在相關案例中，佃農可獲得

                                                      
16 根據地政局分析，佃農退耕後地主處置方式有四種類型，將土地以自耕地售出，收取黑市地

租，雇工耕作，或真正自己耕作，但地政局也指出地主收回耕地後自行耕作者佔極少數（民政

廳地政局 未載明：12-16）。 
17 〈Reports—台灣農村視察報告（雷正祺—19510628/中文翻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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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金或部分耕地所有權，並另外尋找租佃地承耕。 

（二）、對「佃農退耕」數據的錯誤引用 

假定佃農如徐所言是「自動退耕」，且確實出於農村社會和諧的業佃關係所

致，係出自於佃農自願，那即便退耕案數量不如他錯估的嚴重，但仍會對國府推

動土改的正當性產生挑戰。前面已指出徐對佃農退耕現象的誤解，接下來進一步

指出徐對佃農退耕數據的誤用。徐對「自動退耕」案件量和占總租約比例，曾提

出兩個不同數字，第一是據王長璽和地政局統計加總，指出約有 29,000 多件，佔

總租約的 8％（徐世榮、蕭新煌 2003：45；徐世榮 2010：50；徐世榮 2016：79-

80）；第二是根據地政局從 1950-1952 年 6 月的全省減租糾紛統計，指出有 35313

件退耕案，佔總租約的 9.6％（徐世榮 2010：47, 50-54）。 

第二個錯誤引用十分明顯，參考表二地政局的原始數據，即可發現徐誤將此

期間全部減租糾紛案的總數，都算在「退耕」的帳上，誇大當時「退耕」現象的

數量與嚴重性。在此段期間內，佃農退耕案僅有 11,525 件，佔總租約數的 2.91％，
18也和徐提出的第一個數據（29,000 件，佔總租約 8％）有相當出入。19 

 

表二：台灣省私有出租耕地退耕及租佃糾紛處理情形（1950-195206） 

租佃 

案件類別 
退耕 

其他租佃糾紛類型 總計 

（件數） 訂約 繳租 地目等則 其他 小計 

發生件數 11,525 10,840 7,723 2,439 2,786 23,788 35,313 

解決件數 11,340 10,388 6,806 2,415 2,643 22,252 33,592 

解決比例 98.4 95.8 88.1 99.0 94.9 93.5 95.1 

牽涉地主

戶數 
9,862 10,611 6,934 2,397 2,626 22,568 32,430 

牽涉佃農

戶數 
11,244 10,832 7,525 2,256 2,995 23,608 34,852 

資料來源：湯惠蓀 1954：28-31。 

 

而據地政局對推動減租到 1950 年 12 月止的糾紛案統計，到 1950 年底為

止，佃農退耕案僅有 157 件，顯示在 1950 年底前，佃農退耕現象並不普遍和嚴

重（陳誠 1951：33-34；內政部 1951：26-27）。而據土地組報告，佃農退耕案

                                                      
18 1952 年全省減租租約件數為 396,002 件，而從 1950-1952 年 6 月間佃農退耕件數為 11,525 件

（湯惠蓀 1954：26-29） 
19 徐在文內也曾注意到這兩個數據的落差（8％和 3.1％），但並未對此懸殊落差作出任何解釋（徐

世榮 2010：47, 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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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於 1950 年底在台南發生，因相關主管單位未嚴正處置，在 1951 年起蔓延

到全省，才成為減租糾紛裡的首要問題。 

 

表三：台灣省四十年度分區督導處理退耕案件處理情形統計（1951） 

督導區別 處理情形（件數） 合計 

（件數） 已處理 處理中 未處理 

台北區 814 14 44 872 

新竹區 521 8 23 552 

苗栗區 518 15 53 586 

台中區 1,193 0 0 1,193 

台南區 5,553 48 428 6,029 

高雄區 1,220 0 33 1,253 

台東區 886 12 40 938 

總計 10,705 97 621 11,423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地政局 未載明：12-20。 

說明一：原表為「台灣省四十年度各縣市局處理退耕案件處理情形統計」，包含各縣市局、分區
督導小計與全省總計等三部分，本表未詳列各縣市局退耕和處理案件資訊。 

說明二： 原表根據各督導區小計加總數值有錯誤，我根據各區小計數值重新計算，原表計算總
退耕案為 12,033 件，而據原始資料重新計算後，總退耕案應為 11,423 件。 

 

據表三地政局對 1951 年全省佃農退耕案件的分區督導處理統計，可見佃農

退耕案是在 1951 年迸發，集中在台南地區。據當時官方報告和資料來看，佃農

退耕顯然是在 1951 年才開始大幅蔓延，而在 1951 年全年中達到高峰，而後因政

府強力禁止佃農退耕，才予以解決。 

徐引用王長璽所言在「1951 年以前」總共發生 17,000 餘件的說法，顯然不符

合主管機關正式的統計數據和趨勢，王長璽說法顯然有誤。而徐顯然未認識到退

耕現象迸發的時間和高峰點，而誤將王提出的錯誤數據，再重複加總官方對 1951

年全年統計，因而得出「佃農自動退耕」共有 29,000 餘件，佔總租約數 8％，嚴

重錯估佃農退耕案的數量和現象。 

以表二農復會土地組的統計為依據（1950-195206），佃農退耕案件僅有 11,525

件，佔同年總租約數的 2.91％，因此不論是徐提出的 8％或 9.6％的「佃農退耕」

數據，都與實際數量有相當大的差距，徐是在錯誤的數據基礎上，誇大當時佃農

退耕現象的數量與嚴重性。 

總結來看，徐世榮根據錯誤數據誇大佃農退耕現象的嚴重性，同時以套套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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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的方式，用和諧業佃關係作為唯一解釋，來解釋佃農退耕現象的成因，但卻未

對他筆下處境艱難的佃農，為何要放棄耕地，與放棄耕地後，佃農必須何以為繼

的核心問題提出有說服力的解釋。而在 1951 年同時發生的地主撤佃和佃農退耕

現象，顯示當時地主基於自利動機，透過擁有產權掌握解約撤佃的生殺大權，片

面毀棄徐認定維繫「和諧業佃關係」的基礎，反而證成國府當時必須推動土改的

必要性與正當性。 

四、悲慘的「共有小地主」？重探共有耕地和地主的組成與博弈 

根據我的研究，共有出租耕地所有權人的土地面積，大都為一甲以下，

也就是說，長期以來台灣土地所有權人擁有的土地面積都很小。（徐世

榮 2016：74） 

共有出租耕地業主們的權益根本是被忽視了，他們反成為台灣社會被剝

削及被革命的一群，變為這個社會的次等公民，國民政府對待他們是何

其的殘忍，而其命運是何其的可悲！（徐世榮 2010：95） 

 

徐對耕者有其田政策研究的具體貢獻，聚焦在土改對本省地主菁英的衝擊評

估（徐世榮、蕭新煌 2003；徐世榮 2010；徐世榮 2016），他主要論點是國府在

台為擴大土地徵收成果，不當擴張地主定義，國府根據條例界定的「地主」，多

數為小土地所有權人（業主）。徐探討耕者有其田案對台灣共有地主的嚴重打擊，

徐認定共有地主組成結構多為一甲以下的小所有權人，雖這些人被國府認定為

「地主」，但卻生活艱難。而國府最後對共有地主採取全面強制徵收，雖制定特

許保留條件的方式，但適用條件嚴格，仍使大多數共有小地主在土改時遭遇土地

掠奪的悲慘命運，成為被剝削與革命的次等公民。 

 

表四：耕者有其田徵收各類耕地面積與及地主戶數（1953 年） 

單位：甲 
徵收耕地 影響地主戶數 

面積（甲） 百分比（％） 戶數 百分比（％） 

個人有 32,063 22.33 15,146 14.28 

共有 99,796 69.51 87,149 82.18 

團體有 11,709 8.16 3,754 3.54 

總計 143,568 100 106,049 100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地政局，編 195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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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四，共有地主確是此次土改的被改革主體，但在本節，我將根據地籍

總歸戶的資料，指出徐對共有地主多屬於一甲以下小業主評估的比例錯誤，這連

帶使他無法適切掌握共有耕地全面徵收的博弈過程，及不同類型共有地主在土改

受到的差異衝擊。接下來先重探當時共有耕地與地主的組成結構，及不同類型共

有地主在土改所受的影響，再解析當時個人有與共有地主間的博弈與競合過程，

並檢討徐世榮過去對徵收共有耕地和共有地主受到衝擊的說法。 

（一）共有地的組成結構：以自耕兼出租和家族共有地為主體 

據表四，20此次土改徵收面積和影響地主戶數部分，共有地是受到改革的主

體，徵收面積部分，共有耕地佔 99,796 甲（69.51％），影響地主戶數 87,149 戶

（82.18％）。受影響戶數確實可觀，但參考徐重複引用的表格「台灣私有耕地出

租所有權人分組戶數統計表」（徐世榮、蕭新煌 2003：52-54；徐世榮 2008：38-

41；徐世榮 2010：63-67），卻會發現共有地主的戶數和最終受影響戶數有相當落

差，在這張表格中，共有地主竟僅有 34,772 戶，其中 29,661 戶（85.3％）是屬於

兩甲以下的共有小地主。 

 

表五：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前後共有耕地分組地主戶數21比較 

單位：甲 

實施耕者有其田前（1952 年 6 月） 實施耕者有其田後（1955 年 6 月） 

出租 

（戶數） 

自耕兼出

租（戶

數） 

合計戶數與 

百分比

（％） 

出租 

（戶數） 

自耕兼出

租（戶

數） 

合計戶數與 

百分比

（％） 

0.5 以下 12,867 9,432 
22,229

（24.13） 
3,475 3,086 

6,561

（32.48） 

0.5－1 9,202 12,823 
22,025

（23.91） 
1,557 3,083 

4,640

（22.97） 

1－2 7,592 15,476 
23,068

（25.05） 
1,066 3,287 

4,353

（21.54） 

2－3 2,542 7,111 
9,653

（10.48） 
319 1,505 

1.824

（9.02） 

3－5 1,687 6,100 7,787（8.45） 238 1,291 
1,529

（7.56） 

5－10 714 4,283 7,255（7.87） 72 872 944（4.67） 

10 以上 168 2,090 2,258（2.45） 14 335 349（1.72） 

                                                      
20 徐世榮在其農村土改的相關研究裡，也皆引用此表呈現資訊進行分析。 
21 實施耕者有其田前，共有地主的戶數統計，在一甲以下者佔 48.04％，在兩甲以下者佔 73.1％，

在三甲以上者佔 18.77％。 



13 
 

總計 34,772 57,315 
92,087

（100） 
6,741 13,459 

20,200

（100）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地政局，編 1955：16-17。 

說明一：原表為「台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前後私有耕地所有權人出租分組面積比較」，包含（一）
總計、（二）個人有、（三）共有、（四）團體有等四部分，本表只擷取私有共有出租耕地所有權
人分組面積，在實施耕者有其田前後的分組面積與比例比較，（三）共有的原表另包含總計面積
中水田和旱田分別所占的面積，此處不特別列出。 

 

為何在徐引用的共有地主戶數統計，共有地主戶數部分與最後被徵收影響的

地主戶數竟有 2.5 倍的落差，徐在相關研究未曾意識到此問題並做出解釋。參考

表五則可解答這問題，因共有地主須再區分為純粹出租和自耕兼出租兩種不同類

型，在組成結構裡，純粹出租的共有地主並非主體，僅佔 37.7％，當時多數共有

地主是屬於自耕兼出租類型。而共有地主自耕地部分在過程裡並未被徵收，因此

純粹出租的共有地主所受的衝擊較大，而自耕兼出租者，共有出租耕地雖被徵收，

但仍保有部分自耕地，22所受衝擊相對較小。 

根據表五，共有地主（兩個類型）兩甲以下的戶數為 67,322 戶23（佔共有地

主總數的 73.09％），略低於徐僅採計純粹出租共有地主的 85.3％，但也顯示構成

共有地主的主體，不論是純粹出租或包括兼自耕者，確屬於徐說的共有小地主。

而徐曾根據表四，得出共有地主一戶平均只有 1.15 甲耕地，絕大多數共有地主為

弱勢小地主的結論（徐世榮 2008：39-41）。而從表六來看，被徵收兩甲以下的共

有耕地約為 39,938 甲，平均兩甲以下每戶共有地主被徵收 0.64 甲的出租耕地，

意即真正弱勢的共有小地主，面對共有地全面徵收的處境較徐世榮想的更為艱難。 

 

表六：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前後共有出租耕地分組面積比較 

單位：甲 
實施耕者有其田前（1952 年 6 月） 實施耕者有其田後（1955 年 6 月） 

總計（甲） 百分比（％） 總計（甲） 百分比（％） 

0.5 以下 5,413.5536 4.44 1,134.9701 6.75 

0.5－1 11,874.4174 9.73 2,039.0099 12.13 

1－2 22,650.9616 18.57 3,418.6716 20.34 

2－3 15,538.5288 12.74 2,194.5191 13.06 

3－5 19,254.3423 15.78 2,869.0916 17.07 

5－10 21,486.1562 17.61 2,978.8021 17.72 

10 以上 25,771.4308 21.13 2,168.2786 12.93 

                                                      
22 究竟這些兩甲以下的共有地主（自耕兼出租類型）保有多少自耕地，地籍總歸戶的相關資訊並

未揭露，因此無法評估共有地部分完全徵收，對此類型自耕兼出租地主造成多大影響。 
23 比較實施耕者有其田前後，兩甲以下共有地主共減少 51,768 戶，而仍有 15,554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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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21,989.3907 100 16,803.3430 100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地政局，編 1955：16-17。 

說明一：原表為「台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前後私有耕地所有權人出租分組面積比較」，包含（一）
總計、（二）個人有、（三）共有、（四）團體有等四部分，本表只擷取其中私有共有出租耕所有
權人分組面積，在實施耕者有其田前後的分組面積與比例之比較，（三）共有的原表另包含總計
面積中水田和旱田分別所占的面積，此處不特別列出，有興趣者請參考原表。 

 

在共有地組成結構裡，雖然兩甲以下共有小地主在受影響戶數佔多數（59.4

％），但其被徵收面積佔總徵收面積部分卻不成比例（33.41％），就是說受影響地

主戶數是以共有小地主為主體，但在被徵收面積部分，共有小地主佔比例偏低。

那其他被徵收的共有地主持有出租耕地的狀況為何？參考表五與表六，可看到三

甲以上的共有地主受影響戶數有 14,478 戶（佔總戶數的 16.6％），但被徵收面積

卻高達約 58,495 甲（佔總徵收面積的 58.61％），平均一戶被徵收 4.04 甲甲出租耕

地。也就是說持有較大面積的共有地主戶數雖少，但卻構成徵收共有出租耕地整

體面積的主體。 

總結前述重新解析共有耕地與地主的組成結構，可得出以下初步結論，首先

當時共有地主是以自耕兼出租類型為主體，純粹出租的共有地主較少，但卻受土

改的衝擊影響較大，但並非所有共有地主都受到嚴重衝擊；其次，共有小地主在

受影響戶數部分佔比例較高，但被徵收的面積不成比例，而弱勢共有小地主面對

徵收的處境，比徐提出的評估更為艱難；最後，共有地主並非全部是以一甲以下

的共有小地主，三甲以上的共有地主戶數雖僅佔 16.6％，卻持有／被徵收過半數

的共有出租耕地面積，顯示共有出租耕地面積的主要構成，是以少數中大地主的

家族共有／經營類型為主體，並非如徐所說，共有地主全然為一甲以下的小土地

所有權人。 

（二）共有地徵收的博弈過程：共有小地主請願與外省黨政菁英的支持 

而在國府對土改草案的研議審查過程裡，從土地組和地政局提出省府草案，

到修訂行政院草案的過程裡，國府決策者和技術官僚堅守共有地全面徵收主張，

期間本省地主菁英主導的省與縣市議會曾提出廢除共有耕地徵收的訴求，未被相

關主管部門接受（參考表一）。當時內政部長黃季陸在立院說明本案時，從共有

地為構成出租耕地的主體、便利政府稅收和清理複雜產權結構等角度，說明為何

必須全面徵收的理由（立法院秘書處 1952），但黃未言明的關鍵政治邏輯，是如

徵收放領出租耕地須達到一定面積成果，24院長陳誠既已定調對個人有地主予以

放寬保留（參考表一），選擇性放寬安撫具有較強政治動員能量的地主菁英，就

無法對弱勢共有小地主再做退讓。25 

                                                      
24 為行政院長陳誠在院會劃下的徵收總面積底線。 
25 立法院秘書處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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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認識到省議會曾提議廢止徵收共有地，而未被國府主事者接受（徐世榮 

2010：71-75），但他並未意識到在行政院階段對放寬個人有保留地，維持共有地

全面徵收時，國府高層和本省地主菁英間的政治交換和安撫過程。同時徐提到共

有地全面徵收的問題，到立院階段再次成為爭辯焦點（徐世榮、蕭新煌 2003：

55；徐世榮 2010：73-80），但他卻未解釋為何當時以外省菁英為主體的立院，在

審議階段會特別堅持再對共有小地主的問題另作處置，並竟為此與黨中央和行政

院進行抗衡。 

以徐對戰後國民黨政權治理的觀點來看（參考第二節），在土改決策和實施

過程裡，以本省地主菁英為主體的省與縣市議會雖曾提出不同主張，但未被接受，

土改決策是由總裁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黨，透過「以黨領政，以黨治國」方式推動，

期間立院雖對部分條文有異議，但很快被蔣的震怒壓下，高度展現蔣中正的強人

獨裁統治。如第二節指出，徐世榮對戰後國府政權治理和政治運作的認識存在根

本的結構性錯誤，以下便以立院階段國民黨中央、行政院、立院的外省菁英，與

議會系統的本省地主菁英和弱勢共有小地主，對共有地的全面徵收和特許保留問

題的博弈過程，對徐的說法做進一步回應與批評。 

1950 年代台灣雖處於威權統治時期，而在 1952 下半年耕者有其田案審議期

間，包括地主菁英與基層民眾的全島社會，其實高度參與和影響此項法案的審查

與制定，以地主菁英為首者，是透過省與縣市議會系統進行動員，而在議會裡相

對缺乏政治代言人的基層農民與共有小地主，則透過當時人民請願途徑，積極參

與立院審查討論。當時在立院多數法案僅會收到零星個位數的人民請願，而土改

案從審議到立法完成階段，立院卻收到近百份人民請願書，展現當時台灣基層社

會對本案的重視關注，及不同利害團體的訴求差異與積極參與，希望介入立院最

終修訂過程，以爭取或保障自身利益。26 

 

表七：立院審議階段遞交請願書案件分類表 

屬性 農民27 租佃會 
個人 

地主28 

共有 

地主 
議會 

人民 

團體 

政府 

機關 
總計 

數量 8 27 18 33 5 8 1 100 

資料來源：立法院秘書處 1953a，廖彥豪整理。 

 

                                                      
26 限於書寫篇幅與聚焦在對徐的批評討論，此處不擬全面展開對立院各類請願案的分析，主要

聚焦在共有地徵收問題，個人有與共有間的競合關係，及相關行動者的博弈過程。 
27 此處農民請願書多為佃農提出，而這些農民雖未經由租佃會提出請願書，但請願人多具有租

佃會佃農委員身分，顯示當時農民群體主要是透過租佃會系統進行組織動員。 
28 個人有地主主要請願的訴求是關於提高地價補償、關注補償配套機制（以債券或股票為主體）

與保留地的後續處置問題，在行政院草案對個人有保留地大幅放寬後，大多數的個人有地主已不

再針對保留面積與資格門檻提出其他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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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七可看到，在立院審議階段，積極請願表達訴求的兩個群體是以租佃會

系統進行組織動員的佃農，及持有小面積共有地的弱勢共有小地主。當時少數租

佃會提交的請願案未有針對性條文的修正建議，是以農民階層為主體，表達希望

立院盡快通過法案的支持，但有過半數租佃會明確提出應再降低地價補償金額，

減輕農民承領負擔，對保留地不應再做放寬等訴求。而多數的共有小地主則希望

比照個人有標準予以保留，或讓共有地主限期分割買賣，以保障地主權益，並降

低土改帶來的衝擊，而部分議會則主張三至五等親屬的家族型態共有地應予保留。 

前述多數共有小地主與議會的主張，屬於擴大保留地的資格和範圍，並未涉

及個人有與共有保留地間的競合關係，但在共有小地主遞交的請願書裡，也有少

數地主清楚掌握國府決策者對出租耕地徵收保留的政治決策邏輯，他們明確指出，

如設計保留地是要保障弱勢小地主的基本生計，那行政院草案選擇對個人有的各

項放寬標準，卻仍堅持共有地全面徵收的規定，則是以犧牲最為弱勢的共有小地

主為交換，來保障個人有中大地主的土地利益。因此這些共有小地主主張，如為

維持徵收面積的成果，應改採降低個人有地主的放寬標準，而將可免予徵收的面

積額度，轉讓給弱勢共有小地主保留少量出租耕地，這才符合保留地制度的立法

原意。 

而透過基層民眾的大量請願形成的政治參與和訴求表達，也影響立院階段外

省菁英立委的爭辯焦點，在此階段主要論爭集中在對共有小地主的補救及農民負

擔這兩個問題（立法院秘書處 1953b），立院外省菁英在接收到共有小地主的訴

求後，認為弱勢共有小地主生計問題應被考慮，因此主張修正共有地全面徵收規

定，制訂相關條件予以保留，照顧屬於弱勢共有小地主，以符合保留地的立法精

神。 

然而當時行政院方面仍以改革共有地產權及避免影響徵收面積成果為理由，

堅持共有地全面徵收，並由政院秘書長黃少谷致函黨秘書長張曉峯，希望透過黨

中央的黨政關係運作，化解立院對共有地徵收問題的異議。29而黨中央最初明確

表態支持政院立場，並曾在中常會達成決議，透過黨政關係會議和立委黨部大會

等途徑，向黨籍立委表達共有地仍應全面徵收的指示。30 

當時立院雖以國民黨籍的外省菁英為主體，31但也非黨中央和行政院轄下的

「立法局」，黨中央也無法對立院發揮「如臂使指的以黨領政」效果，立院並未

全盤接納黨中央的政治指示，採納行政院草案的全面徵收規定。而在黨中央、政

院與立院的外省黨政菁英對共有地徵收問題僵持不下，本省地主菁英則再次串聯

                                                      
29 〈土地改革資料彙編（二）－行政院秘書長黃少谷函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長張曉峰請轉立法

委員同志支持耕者有其田案〉。 
30 〈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到第十一次會議紀錄〉。 
31 根據 1954 年立院委員黨籍統計，在全院 529 位委員中，有 492 位為國民黨籍（高達 93％），

其他 37 位分別為青年黨、民社黨和無黨籍，國民黨籍委員佔有絕對多數，但黨中央並無法對立

院黨籍立委發揮「如臂使指」的指揮效果（崔書琴 19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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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向黨中央請願，希望對家族型態共有地予以有條件保留，最後此爭議由蔣中

正以總裁身分，透過黨政關係運作做出調解，對共有地做出特別保留規範，共有

地主如係老弱孤寡殘廢藉土地生活者，或是原為個人有，因繼承而為共有，共有

人為配偶血親兄弟姊妹者，得比照個人有地主予以保留。 

徐世榮誤認以省議會為中心的本省地主菁英為顧及共有小地主生計問題，自

動請命以減少個人有保留地，從水田三甲降低為兩甲，犧牲自己利益，來換取共

有地予以保留，以維持徵收放領成果，然而並未被政院採納（徐世榮 2016：73-

74）。徐描述地主菁英「大公無私」放棄自身利益的政治協商過程，純屬虛構、

根本未曾發生。而共有地從政院堅持徵收，到立院以特定條件放寬保留，是來自

於缺乏政治代表的共有小地主，透過直接請願形式，介入立院階段的辯論過程，

而最後同情與支持共有小地主的艱難處境和訴求，並非是徐誤認的本省地主菁英，

反而是以國民黨籍為主的立院外省菁英，為此選擇和政院與黨中央進行抗衡，取

得部分對弱勢共有小地主的特別保留成果。 

總結而言，徐指出，政府進行土地徵收時，多會針對社會弱勢，因這些群體

缺乏政治力和社會力，較無法抵抗，這從政府角度來看是「最小抵抗原則」（徐

世榮 2016 年 3 月 3 日），而他筆下的「悲慘共有小地主」，就是土改政治博弈過

程裡被挑選的犧牲對象。國府在面對來自本省地主菁英透過議會系統集結力量的

政治壓力，最終選擇對個人和團體有保留地大幅放寬，來換取以中大地主為主體

的地主菁英就徵收共有地部分的相對妥協，以犧牲最弱勢的純粹出租共有小地主

作交換。我認為若要追究最後以犧牲弱勢共有小地主為主體的方案時，國府決策

者和技術官僚必須承擔決策的政治責任，但也應檢討以中大地主為主體參與斡旋

的本省地主菁英代表，作為得利／協力者的共謀角色。 

徐指出部分共有小地主受到殘酷打擊是正確的，但作為土改犧牲者的原因，

是因其缺乏真正的政治代表，在主要博弈過程裡缺席。而在立院階段對共有地修

正的保留規範，是源自於共有小地主的積極請願形成有限的訴求和壓力，並獲得

立院多數黨籍外省菁英的採納和支持，由黨籍立委向黨中央與政院進行抗衡，最

後才協商出特別放寬的條款。這也可解釋為何後來立法院對共有地保留條款未能

落實的情況，曾提出對政院的批評和不滿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1953：17-20）。 

而共有地的組成結構，自耕兼出租的共有地主佔多數，因可保留自耕地，受

徵收影響相對有限，而部分純粹出租的共有小地主受徵收衝擊影響最大，但當時

仍有過半數的共有地是掌握在中大地主家族手上，共有地主並非如徐所言絕大多

數為純粹出租的弱勢小地主。而國府最後仍決定以徵收共有地為主體的方案，是

在草案審議的動員和博弈過程，由國府當局和本省地主菁英達成妥協，國府以放

寬個人和團體有耕地作為交換，堅持對共有地一律徵收為原則，要達到耕者有其

田政策的目標，國府當局確實在政策面未顧及弱勢共有小地主的生計問題，這點

確實值得重新進行反省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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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正義背後的陰影與實像：田僑仔與相對剝奪感 

我要很坦誠地向大家說，我幫助了那麼多因土地徵收而組成的自救會，

從來沒有一個自救會曾經向我開口，要求我去幫他們多要點金錢補償，

從來沒有！他們往往告訴我，這裡是我的家，家是非賣品，我的家不賣，

那股愛鄉愛土的精神，往往讓我非常的感動。（徐世榮 2016：135） 

我也很希望這本書的發表能夠讓台灣社會知道，對大部分的人民而言，

土地是用來生活的，不是用來買賣的；請不要把土地當成是投機炒作的

商品，土地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家園，失去了土地，其實也就喪失了生命

與尊嚴。（徐世榮 2017：金鼎獎致詞） 

 

在徐的土改論述裡，另一核心是以「家園鄉土」為依歸的情感動員論述。徐

提出面對土地價值有三種取徑，首先是經濟價值，即將土地視為商品或資產，用

以賺錢牟利，其次是環境價值，視其為生態環境不可或缺資源，最後是主觀認同，

即將土地或房產視為安身立命的地方，是賦予情感與認同的「家」（徐世榮 2016：

133-135）。徐雖表示三種價值間沒有對錯，須給予尊重，但從他的論述和實踐來

看，以主觀情感和認同為依歸的家園鄉土論述，無疑是他認定土地價值裡最重要

核心，也最能引起他共鳴（徐世榮 2016：133-135）。 

我認為徐在這本書裡論及 1950 年代的土改及當前各項徵收爭議時，是有意

識的將這套以「家園鄉土」為依歸的土地價值論述，跨時空進行架接串聯，進而

建立一套重新解釋戰後國民黨政權土地掠奪的史觀，並突顯在不同時空下地主面

對土地徵收時，展現家園認同和愛鄉愛土的精神面向（徐世榮 2016：28, 133-135；

徐世榮 2016 年 3 月 1 日；徐世榮 2017 年 3 月 12 日）。因此在談到個人家族經

驗時，他強調「務農者」觀念裡，祖產是不能賣的（徐世榮 2016：133-28）；而

回到當前徵收爭議時，他則強調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掌握權勢者（多指財團和政

府）將土地視為獲取利益工具，並強迫其他人以此看待土地價值，徐則以個人接

觸過案件當事者為例，表示對這些受害地主來說，土地是家園，是安身立命之所

在，而非交易獲利的商品（徐世榮 2016：133-135）。 

接下來我將簡述土改後的城鄉發展趨勢和土地使用變更狀況，其次解析「田

僑仔」這關鍵詞誕生的社會脈絡，最後透過考察受到土改影響的舊地主訴苦內容，

來呼應我對戰後城鄉發展與「田僑仔」誕生的基本看法，並作為來檢討與挑戰徐

試圖建立「家園鄉土」土地價值史觀的論證基礎，最後進一步提出重新面對戰後

土改歷史，我們應反省與研究的相關課題。 

（一）土改後的城鄉發展趨勢：產權清理與農地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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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國府原提出省府草案，就已高度限縮範圍僅限「出租耕地」（僅及於水、

旱田），並未涉及地主菁英掌握的其他類土地，而在各階段的斡旋過程裡，地主

菁英又透過議會系統動員抵抗，成功爭取個人有與其他免徵項目的擴大（參考表

一與表八），使本省舊地主賴以為生的土地基礎，並未受到徐推斷的「瓦解性打

擊」，讓這次土改就此消滅本省的「農村地主階級」（徐世榮 2016：84-85）。這也

使本省舊地主透過在此階段保留的出租耕地與其他類用地，成為在接下來經濟與

城鄉發展過程裡，能朝向都市地主或工商資本家轉型的重要憑藉。 

 

表八：實施耕者有其田經政府核准免徵耕地面積及戶數統計表 

項目 面積（甲） 戶數（戶） 

都市計畫耕地 2,021 2,082 

新開墾及收益不可靠之耕地 10,091.5 8,175 

供試驗研究之耕地 459.6 14 

教育及慈善團體所需之耕地 1,280 328 

供公營企業原料耕地 701.7 21 

總計 14,553.8 10,620 

資料來源：〈台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經政府核准免徵耕地面積及戶數統計表〉。 

說明一：原表為「台灣省實施耕者有其田經政府核准免徵耕地面積及戶數統計表」，為 1954 年 2
月內政部制表，其中各項目另包含總計面積中水、旱田所占的面積，本表只擷取總面積資訊。 

說明二：面積統計資訊是以甲為單位，統計揭露至小數點後四位數，本表僅載錄到小數點後一位，
因此在總面積部分，會與原表總計有些許出入。 

 

這項以徵收共有地為主軸，以現耕佃農取得完整產權的方案，若僅從「產權

重分配」角度來看，如徐世榮的推斷結果，勢必將創造一批廣大而零碎的「小自

耕農群體」。但我先前研究已指出，農村土改後重新界定與清理的農地產權，將

其從舊地主菁英／共有地主手上轉移到佃農（新地主）手中，並在制度上允許其

轉為建築或是工業使用，隨著戰後城鄉發展與使用變更，有截然不同發展面貌（廖

彥豪 2013：112-127；廖彥豪 2016：227-230）。 

雖國府最初設想使耕作者（佃農）擁有自己的田地，成為自耕農（耕者有其

田），意即這些移轉耕地被預期作農耕使用的，但因制度允許其變更、移轉或交

易，並配合當時（從 1950 年代開始）政治迫遷、自然成長、防空疏散、住宅與

產業建設用地需求等因素綜合影響，又配合後來市地改革框限實施都市計畫地區

才實行地稅與地用等管制因素，使都市計畫區邊緣外圍這些城鄉交界地帶、或接

近核心城市的衛星鄉鎮地區的農地（因交通便利、取得便宜、開發不受管制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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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成為當時疏導人口遷移與住宅與工業用地需求32的最佳去處。 

因此這個過去主流土改論述者和徐世榮所假定在土改後打造長期穩定的「小

自耕農體制」，實際上將隨著不同區域的都市化與產業發展的程度、路徑與樣態，

迅速轉化為「都市小地主與中小企業主體制」，而展現我指稱「農村自耕農、都

市地主與中小企業主複合制度基礎」的多重面貌。 

（二）從農地裡長出來的「田僑仔」 

在前述戰後城鄉發展的土地使用變更趨勢下，須深究的是「田僑仔」（ts‘an´-

kiau´-a`），33這非常有「台灣味」（深具台灣脈絡與社會基礎）的關鍵詞。這詞指

涉的是，台灣在 1960 至 1980 年代間，有批從國外經商有成，有經濟實力的華人

歸國投資，出手闊綽大方，普遍被稱為「華僑」，或是「阿僑」。而社會同時出現

另一批為數不少，被辨認命名的「僑仔」，但他們並非歸國僑民，也非經商有成

的企業家，直白的說，他們是從「田地」裡長出來的，社會普遍稱他們作「田僑

仔」。對「田僑仔」說文解字的話，「僑」在當時被視為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的象

徵，「田僑仔」與「華僑」的差異就在於那個「田」，「田僑仔」顧名思義就是透

過田地、房產的投資、轉用和開發的致／暴富催生的新興社會群體，是戰後台灣

社會與城鄉發展階段裡的普遍現象。 

這現象與前述提及台灣戰後初期農地和市地改革建立的制度架構和城鄉發

展模式相扣連的。這也是「田僑仔」和部分的中小企業家在戰後這二、三十年能

應運而生的制度基礎與社會脈絡，「田僑仔」在當時普遍是以透過農村土改取得

自有耕地，而成為自耕農／地主的農民為主體，他們在不同地區、個別的產業與

經濟發展階段，因應著他們田地所處區域和核心城市的交通距離和經濟發展關係，

開始浮現一個將耕作用的農地，轉換為住宅和工業用地開發的經濟機會和制度空

間，接著透過「買甲賣坪」的土地切割、變更與交易的手段，獲得龐大的土地增

值利益與經濟資本（參考表九與十，可看到早在實施耕者有其田後兩年，官方便

開始關注承領農戶將承領地出賣變更使用的情況）。 

 

表九：1956 年私有耕地承領農戶不自任耕作或變更使用情形統計表 

全省

統計
出賣承領耕地 抵押承領耕地 出典承領耕地 

變更使用 

承領耕地 
合計 

                                                      
32 需說明的是，主流說法是在 1970 年代前後出現「農、工爭地」問題，指涉農業與工業在發展

用地的競奪，是遲至 70 年代才檯面化、白熱化，但從 1950 到 1960 年代中期規畫與土地部門相

關文獻裡，已可看到農地變更、移轉和交易的問題，顯示早在 1950 年代中後期就形成明確趨勢，

並受到重視與討論，且當時農地轉用的大宗並非轉作工業，主要仍以住宅建設用地為主（很長一

段時間裡，住宅與工業用地的比例約為 7：1）。 
33 此處對「田僑仔」的詞彙源流，部分內容參考劉建仁的台語教學網站「臺灣話的語源與依據」。

但我對田僑仔的構成內涵、脈絡和詮釋，與劉建仁意見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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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加總 
戶數 面積 戶數 面積 戶數 面積 戶數 面積 戶數 

面積

（甲） 

合計 430 213.6 55 28.5 78 27.8 681 91.1 1244 361 

資料來源：〈台灣省四十五年各縣市局私有耕地農戶不自任耕作或變更使用情形統計表〉。 

說明一：原表為「台灣省四十五年各縣市局私有耕地農戶不自任耕作或變更使用情形統計表」，
包含全省各縣市局統計資訊，當時調查不自任耕作情況有十二種，本表只擷取其中四種與本文分
析相關變動情況加總製表。 

說明二：面積統計資訊是以甲為單位，統計揭露至小數點後四位數，本表僅載錄到小數點後一位，
因此在總面積部分，會與原表總計有些許出入。 

 

表十：1956 年私有耕地承領農戶地價提前繳付及移轉情形統計表 

全省

統計

數據

加總 

繳付地價後仍

為承領人自耕 

繳付地價後移

轉他人自耕 

繳付地價後移

轉他人作工業

用 

繳付地價後移

轉他人作建築

用 

合計 

戶數 面積 戶數 面積 戶數 面積 戶數 面積 戶數 
面積

（甲） 

合計 2,738 1,370 580 275 91 53 241 56 3,650 1754 

資料來源：〈台灣省四十五年私有耕地承領農戶地價提前繳付及移轉情形統計表〉。 

說明一：原表為「台灣省四十五年私有耕地承領農戶地價提前繳付及移轉情形統計表」，包含全
省各縣市統計資訊，本表只擷取全省統計資訊部分。 

 

不過這個增值利益因在當時開發區域還不受地用和地稅管制的制度架構下，

基本上盡數都進了私人地主的口袋，形成長期土地增值利益歸私的事實和分配結

構，造就一批又一批，散布在全省各地城鄉之間「田僑仔」的誕生。34而透過部

分土地交易取得的經濟資本，又或是在自己田地上興建工廠的經濟生活形態，也

成為部分自耕農由農業轉向工業，成為中小企業家的經濟與土地資本基礎；同時

這一波「田僑仔」現象，也顯示即便是對透過土改取得產權的新興自耕農民而言，

取得的田／祖產不一定是不可買賣的，事實是當土地變更使用的增值利益擺在面

前時，仍有為數不少的新興自耕農民選擇成為都市地主或中小企業家，而搖身一

變成為台灣戰後社會與城鄉發展洪流下的「田僑仔」。我認為深入的重新研究與

解析「田僑仔」現象，及其背後反映戰後城鄉發展模式與土地利用體制的陳痾，

                                                      
34 嚴格來說「田僑仔」這群體的誕生和演化，是源自於 1950 年代農地與市地改革的土地制度與

城鄉發展模式，但這樣的土地炒作與開發模式，在後來雖歷經過幾次不同制度改革調整的階

段，但基本的開發形態，及相應的獲利模式並沒有根本被改變和挑戰。因此即便是在 2000 年後

至今，在許多重大開發案的過程裡，我們還是常聽到又有一批批「田僑仔」誕生。我認為「田

僑仔」這詞彙，作為切入理解與分析台灣戰後城鄉發展與土地制度的「關鍵詞」，仍有待更多制

度、案例與社會概念史的研究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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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心懷台灣土地問題者應努力面對的嚴肅課題。 

（三）、舊地主的訴苦：地價補償與增值利益的相對剝奪感 

 

反觀原先之佃農卻因土地改革取得土地，後來在都市計畫變更之下，農

地變成了建地，坐擁大筆的財富，原本擁有該筆土地的「地主」及其後

代卻僅能徒呼負負，人生之不公平實在是令人感慨！（徐世榮 2008 年

3 月 2 日） 

 

徐世榮曾坦言，他的土改研究和訪談，是希望重新理解這群被國民黨政府刻

意指認為「地主」的人，在土改後，他們生命和家族遭逢的悲慘命運，透過去聆

聽地主們的訴苦心聲，讓台灣社會藉此反思，而他期盼能永不再發生這樣土地掠

奪悲劇（徐世榮 2009：148；徐世榮 2016：自序）。作為徐眼中國民黨政權戰後

土地掠奪史的第一批犧牲者，這些舊地主－「台灣黑五類」究竟訴說怎樣悲慘命

運，這些苦痛投射出的身心狀態，是否能呼應徐企圖架接從戰後土改到當前土徵

過程裡，面對國家徵收暴力時，地主應展現對土地的家園情感和愛鄉土精神呢？ 

如徐反省的，相較受土改影響的舊地主戶數約有十萬戶而言，台灣學界至今

對這批舊地主研究成果完全不成比例，但仍有前人為這重大結構轉變留下有限紀

錄。在受戰後土改影響舊地主訪談成果裡，有兩組記錄可作參照，首先是歷史學

者張炎憲在 1990 年代針對台北縣地主的訪談，其次是地政學者徐世榮在 2008、

2009 年前後針對北部和西部地區地主後代的訪談（張炎憲 1996；徐世榮 2009）。

這些對地主訪談分別觸及對國民黨政府推動土改評價、土地徵收放領的過程、對

地價補償不公的批評，及對土改政策的訴苦等問題。我認為藉由考察舊地主訴苦

的紀錄，可探討與回應，究竟農村土改對地主們意味著什麼，土地徵收對他們生

命與家族造成的衝擊又是什麼？ 

限於篇幅，此處討論將集中在地主對受土改衝擊後的影響與訴苦。根據我的

整理，張訪談 18 位舊地主，35有 10 位正面訴說土改的衝擊與苦痛，其中有 8 位

談及地價補償的不公，有 7 位聚焦在土地增值利益分配的相對剝奪感；而徐訪談
3612 位地主，有 8 位訴說地價補償的不公，有 5 位談及土地增值利益分配的相對

剝奪感。綜合這 24 位訴說土改影響與苦痛的地主訪談，沒有人明確論及土改的

                                                      
35 張的訪談，共訪談 18 位舊地主與兩位佃農，而 18 位地主裡，有 6 位地主並未正面談及土

改，在 12 位談及土改的地主裡，有 2 位並未談及土改的影響和訴苦，1 位表示因家裡仍保有市

街地，因此並未受太大影響，1 位則談及處分地主保留地仍必須給予佃農 1/3 地價補償的問題

（張炎憲 1996）。 
36 徐的訪談，訪談 12 位地主、3 位地政官僚和 1 位政治受難者（林書揚），其中只有 1 位地主

並未正面論及土改的影響和訴苦，其他 11 位都分別談及地價補償不公，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和地

主保留地後續處置問題（徐世榮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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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掠奪，對其家園情感和鄉土精神扼殺和傷害，但卻有高達 21 位（87.5％），

集中在訴說對地價補償和土地增值利益不公不義的問題，而這些舊地主訴苦背後

反映的怨嘆，多是對土地補償不等值的經濟利益，及喪失土地產權背後，在戰後

城鄉發展過程間失去土地長期增值利益的交換價值，及對受到土改影響後舊地主

與佃農階級與經濟地位徹底翻轉的不滿。 

以下援引舊地主訴苦的兩個片段，呈現地主對國民黨政府推動土改的不滿，

主要聚焦在土地的經濟利益與交換價值： 

 

當時的觀念不管是地主還是佃農都是要保留好的土地，離家比較近的，

在這個情形之下，比較遠的一定是放領，第二點就是說你住在這附近，

結果想不到比較遠的地方後來都市計畫，那裡比較有價值，保留的都比

較沒有價值，就是這樣來的，這裡還是農業區，結果比較遠的反而都市

計畫。但是農業社會還沒進到工業社會的時候，大家選土地，都選水比

較好，比較平，結果到現在還是不能變，反而比較不好，比較沒水的，

現在都變成比較有價值的地。結果地主保留大部分都是地形比較不好，

比較好的都佃農佔去了。（徐世榮，2009：146） 

至少政府徵收業主的田，是要讓田佃做，若田佃不種田，政府是不是應

該再將田收回去，給要種田的人做？但政策不是這樣子阿。田被田佃拿

走，田佃將地賣掉，一個一個比業主富有。業主保留的田，現在要賣，

反而要給田佃補償費！佃農比業主還大，業主變成卒仔。（張炎憲 1996：

16） 

 

徐對地主的訪談，透露在徵收放領階段，地主選擇保留地的考量，並非是從

家園情感角度出發，選擇與家族情感和發展有關的耕地保留，而是務實以農業生

產和收益為優先考量，選擇等則較佳、灌溉條件較好的出租耕地保留。然而從農

業轉進到工業社會過程裡，原放領給佃農的較差耕地，較容易被劃作都市計畫用

地，反而「較有價值的地」（轉作非農用的增值利益）都被佃農佔去，這使舊地

主覺得怨嘆不滿，而這個怨嘆與不滿的著眼點，也是土地的交換價值－經濟利益，

而非家園情感。而張對地主的訪談，地主則對國民黨政府提出批評，也就是耕者

有其田是要扶植自耕農，放領農地應保持農用，而並非是讓佃農透過土地交易獲

取暴利，這包含對實施政策長期效果的批評，及從經濟條件和社會結構角度，業

佃位置的徹底翻轉，使舊地主對土改產生的不滿和怨恨。  

目前對這些受土改影響的舊地主研究和訪談極其有限，我無意僅藉由這些舊

地主的訴苦內容，來推導說多數受到土改影響的地主，沒有絲毫對土地的家園情

感和鄉土精神，而眼中僅看到土地補償的經濟利益與透過產權取得的交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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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指出徐企圖重建一套在面對國民黨戰後土地掠奪史過程裡，地主總是展現

對土地的家園情感和認同的單一價值和想像，透過他自己和張炎憲呈現對舊地主

訴苦內容來看，是失敗的，這些舊地主看到的多是經濟利益的剝奪喪失，而非家

園鄉土的徵收和毀棄。 

相對而言，在當下面對土地徵收爭議問題時，是否如徐世榮個人經驗與接觸

到的有限案例，就可片面宣稱所有地主都認為家園是不可買賣的，他們沒人想要

爭取更好的地價補償條件，或透過取得土地增值利益，選擇不一樣的生活和發展。

我認為這個片面論斷也是該被重新問題化與深入研究的問題，戰後跨世代與時空

的土地徵收問題與新舊地主對土地的價值選擇，並非是徐可以個人經驗和立場做

出武斷的結論。 

總結而言，透過這些舊地主的訴苦，得到初步結論是，首先對這些受土改影

響的地主而言，苦痛來源最直接的確實是經濟生活層面的衝擊，這主要涉及對當

時地價補償並未等值的評斷；其次，讓多數地主在訴苦過程有更強烈情緒反應的

主因，是土改原先希望扶植佃農成為自耕農，而許多舊地主在喪失土地產權，經

濟生活受到影響和衝擊之餘，卻親眼目睹和經歷，隨不同地區產業與城鄉發展的

變化，許多佃農從自耕農的身分，搖身一變成為富甲一方的「田僑仔」，這個因

國府推動土改而喪失產權，而卻未堅守原先推動政策改革的「農地農用」立場，

造成業佃之間的經濟與社會結構位置徹底翻轉，看來才是舊地主心裡對戰後農村

土改政策最深的鬱結；最後，跳脫聚焦在土改對舊地主和佃農的影響評估，我們

更進一步該研究與反省的，是對國府在土改後對農業發展和農地政策的整體檢討，

及土改對戰後城鄉發展和社會階級構造的深遠影響，並重新思索在台灣社會裡人

與土地關係的重整。 

六、必須保衛「地主」：產權、家園情感與社會公平間的選擇悖論 

在 1953 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時，地主所擁有超過規定的土地都已徵

收了，照理來說，地主過度持有土地或剝削的問題已經解決了。……既

然超過三甲的部分已經被強迫徵收，保留三甲已內的耕地又被強迫出租，

實在不合理，等於被剝兩次皮。在這種情況之下，租約怎麼可以繼續下

去?（徐世榮 2016：49）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從 1949 年實施到現在已近七十年，目前仍有

三萬多件租約及分別五萬多位的地主和佃農。地主的權益受到損害，我

認為應該廢止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把土地的權力還給它們。（徐世榮

2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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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節可看到，在徐世榮提出的土地價值取徑裡，徐明顯認為家園情感優

於環境與金錢，而透過前述論證，我已指出，不論是對受土改影響的舊地主，或

對經土改取得產權的自耕農／新地主而言，土地產權背後代表和選擇的都不會是

單一價值和認同，甚且從「田僑仔」誕生與舊地主的訴苦內容，是有相當數量的

新舊地主，不堅持田／祖產不能買賣，或必須捍衛其家園和鄉土的情感認同，反

而清楚地呈現他們重視土地作為使用與交易的經濟價值和利益。 

徐試圖重建戰後台灣的不同世代地主面對土地徵收，是以捍衛家園的情感論

述作為基調的企圖，顯然與戰後台灣社會實存發展和部分地主的選擇產生衝突矛

盾。在本節，我將透過徐對戰後土改相關土地權利處置的個人主張，突顯徐彰顯

對土地的家園情感認同，是建基在掌握產權才能作數，這透露徐對必須保衛「家

園」、「鄉土」的情感論述，是以擁有財產權者為前提條件，而在面對保衛「地主」

的立場，和家園情感論述和社會公平問題有衝突時，徐毫不猶豫選擇主張捍衛有

產權者的權益，突顯其個人價值立場的最後選擇。 

（一）無條件收回保留地的主張：保障產權與社會穩定衝突時的選擇 

研議土改草案階段，除徵收保留的面積與門檻外，另外受本省地主菁英和技

術官僚爭辯的課題，便是保留地後續處置問題，當時各方對此爭論呈現截然不同

的立場光譜，此處簡要回顧各方訴求，並檢視徐世榮的主張在當時光譜中的位置

和必須面對的問題，並提出質問。 

技術官僚與地主菁英提出對保留地的處置問題，是在省府與省議會審查草案

階段37，當時包括技術官僚代表土地組長湯惠蓀和地政局長沈時可，及地主菁英

代表民政廳長楊肇嘉和省府委員吳鴻森，及議會系統都參與討論。技術官僚內部

爭論在於保留地的處置，是應採取限期徵收、貸款間接扶植，或僅繼續保障租佃

權。這背後涉及實施過程裡，部分佃農未能獲得所有權，而繼續維持佃農身分，

政府要如何面對這群佃農與地主保留地問題，這牽涉到國府推動土改背後，無意

過度壓制本省地主菁英，而希望與地主斡旋後取得可行方案。因此技術官僚最終

提出的省府草案，僅以租約保障農民租佃權，未強制介入保留地後續處置。 

當時部分地主菁英仍不滿省府草案對保留地繼續受租約規範的限制，曾提出

地主可收回自耕的訴求。議會系統的地主菁英曾主張，對部分小地主而言，必須

收回自耕才可維持生計，廳長楊肇嘉在省府審查會主張此項政策既要實現耕者有

其田的理想，則有意願的地主應可收回自耕。然而另一位地主菁英代表吳鴻森則

表達反對，吳表明被選作保留地的佃農已無法獲得耕地，若再允許地主收回自耕，

從維持生計和相對剝奪感38角度來看，未領地佃農必無法接受，因此他希望地主

                                                      
37 〈台灣省扶植自耕農條例草案經費小組審查會議紀錄〉；〈Land Division—台灣省扶植自耕農

條例條文小組審查會議記錄（19520611－打字稿）〉。 
38 如允許地主收回保留地，部分佃農不但因耕作土地被選為保留地，無法獲得實質利益，取得

所有權成為自耕農，還無法維持三七五租約的保障，維繫基本生計問題，這類型的佃農可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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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不要堅持，保留地仍維持租約，將重點放在保留地門檻和地價補償的討論。

技術官僚也支持吳的說法，因此保留地的處置問題，在省府階段定調後，就未再

成為重大爭論再作修正。 

徐世榮曾主張在實施耕者有其田過程裡，超過限額土地既已徵收，地主保留

地部分，若業佃雙方合意，讓地主收回耕地，則為何仍限制須維持租約關係，這

在當時等於對地主剝兩次皮。徐處置保留地的主張，與減租階段地主撤佃與佃農

退耕問題有類似的邏輯，就是佃農基於和諧業佃關係，自願解除租約，將耕地返

還地主，為何國府要強制維持租約，侵犯地主財產權益？ 

如從當時各方對保留地處置的立場光譜來看，徐的主張遠較當時本省地主菁

英的訴求，更脫離當時的政治社會情境，並僅從保障地主利益的角度出發。雖同

樣主張地主可收回保留地，議會的地主菁英尚提出必須是以小地主為維持生計為

前提條件，即便是反對土改和站在地主利益思考的楊肇嘉，也從落實耕者有其田

的角度，以地主自耕為收回保留地的條件。徐無條件收回的主張顯然較各方地主

菁英的訴求，更傾向從地主利益和角度思考。 

徐曾明確表示對減租政策的支持，他認為當時佃租確實過高，而佃農在業佃

關係中掙扎，不僅是土地經濟問題，也是社會政治問題，因此減租應該要做，也

確實對改善佃農生活和穩定農村社會有直接助益（徐世榮 2016：39-48）。而徐宣

示支持減租的立場，卻和他對地主可無條件收回保留地的主張產生矛盾，因對被

選中為保留地的佃農來說，無法獲得承領地權利已是打擊，原先因三七五租約而

得以改善生活條件和租佃權益保障，若無條件由地主收回保留地，等於退回或落

入比減租前更悲慘不穩定的處境，造成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反而對部分佃農

造成雙重打擊。徐也認識到保留地無條件收回，對他先前支持推行減租政策，應

照顧的佃農群體生計形成嚴重衝擊，但此時他對減租政策立場又出現搖擺，選擇

站在保障地主立場發言，認為救助佃農問題應是政府責任，而非地主所該承擔的

問題（徐世榮 2016：48-49）。 

徐指的業佃雙方合意行為，是延續他對和諧業佃關係下佃農退耕現象的解釋，

我在第二節已指出他對佃農退耕現象的誤解和誤用，佃農當時退耕非出於「自願」，

此處不再贅言。即便如徐所想，地主可無條件收回保留地，但徐隨即必須面對的

質問，是當時地主菁英吳鴻森提出的佃農維持生計和相對剝奪感，及從決策者與

技術官僚的角度思考，對保留地維持三七五租約，達成最低限度的穩定佃農與農

村社會，維持社會公平與避免社會不穩的政治必要性。這顯示在當面對保留地問

題時，徐支持減租政策，維繫與改善佃農生計權益的立場出現搖擺，而在面對保

障地主財產權益、維繫佃農生計和維持社會公平與穩定三者目標價值間產生衝突

權衡時，徐顯然選擇以保障地主財產權益為優先考量。 

                                                      
此心生不滿和失落，反而成為受地下黨鼓動反對與推翻政府的潛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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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三七五地主」請命：誰的「家園」、誰的「田」？ 

徐延續認為在當時對保留地應由地主收回，以保障地主權益的看法，轉換到

當下時空，繼續為三七五地主請命的主張（徐世榮 2016：48-53），而在六、七十

年過去後的今天，為三七五地主請命的說法，則更呈現徐主張對土地的家園情感

論述，是以擁有財產權為前提的反諷狀況。 

對此反諷與矛盾，我必須干犯眾怒的提出疑問，對這些三七五地主而言，它

們目前仍仰賴收租維生嗎？仍以農業耕作維生嗎？扣除掉擁有財產權與根據三

七五租約與土地維持的微弱聯繫，這些長期交給佃農耕作的土地仍與三七五地主

有強烈的情感連帶和家園情感嗎？最後的問題，是這些地主收回三七五地後，會

有意願和能力繼續保持耕地農作嗎，或是準備將其納入都市建設發展的儲備用地，

透過取得完整的產權，進而獲取龐大的土地增值利益？（徐世榮 2008 年 3 月 2

日） 

而從徐偏好家園情感和鄉土認同的土地價值角度來看，對這些耕作田地超過

一甲子的三七五佃農而言，假定他們至今承租的土地仍保持農業耕作使用，他們

等於是在「這塊向別人租來的田地」上，已有兩到三個世代家族的人跟這塊長期

承租耕作的田地，產生綿密難解的人地關係和家園情感。但為何在面對這批耕作

超過六十年的三代佃農家族時，這些歷經一甲子歲月風雨累積的家園情感和土地

連結，徐過去主張令他感動共鳴的土地認同和情感價值卻立即失效，是否無產權

的人，即便和土地有再深厚長期的情感與連結，也不會是徐認為應顧慮和保障的

對象，是否徐眼中的家園情感和土地正義，是簡化的以財產權的有無作為評判標

準嗎？ 

這個問題不應簡單的落入以私人產權的有無得出唯一簡化的解答，我不認同

徐在此時此刻，斷然主張三七五耕地全面解除租約，將出租耕地全面返還給三七

五地主的主張。我認為應同時考量三七五佃農基於長期保持農業耕作的使用維護，

與土地的情感認同價值，及為台灣社會農業保留農地耕作的價值與貢獻，及三七

五地主對土地的財產與處分權。最後更為重要的是把對三七五耕地的處理問題，

放在當下國家社會對於農業發展、糧食問題與土地政策的政策框架下，進行反省

與辯論，建立一套對殘存三七五耕地的使用管制和權益分配機制。這個重新檢討

與凝聚社會共識的過程可能漫長並充滿衝突，但都會比簡單以私有化財產權的有

無作為唯一解，將這些農地重新直接納入都市建設發展和土地炒作的儲備市場，

更進一步助長農地流失和土地炒作的積重難返趨勢。 

七、結論：重新面對與反思「戰後農村土改」及其影響 

以徐世榮的農村土改論述為代表性案例，反映的不僅是他個人的研究成果與

價值立場，也相當程度折射出當代社會主流論述和知識社群的相關研究，囿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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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化式」歷史敘事和分析框架來理解農村土改的普遍現象。亦即把研究焦點

放在以國民黨政權為主體行動者的探討，不斷去評價其陰謀動機、制度手段和政

治效果，得出大致結論為國民黨政權為鞏固在台政權，打擊地主，攏絡農民，進

而透過減租與耕者有其田，來瓦解本省地主菁英的政治領導和社經基礎，同時打

造了一個長期穩定的小農體制，成為長期在台統治的穩定基礎。 

在這篇書評裡，我嘗試透過對徐過往論述的批判和質問，指出狹隘的以「威

權體制及其遺緒」為核心，來理解戰後農村土改、社會階級構造和後續城鄉發展，

乃至於當下土地徵收爭議事件時，產生對各種問題理性思辨和論戰的遮蔽效果。

這讓我們對於影響台灣戰後發展的重大歷史事件的認識和詮釋，乃至於更深入掌

握其對歷史結構和當代政治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和豐富意涵的可能探索與發問，全

都止步於「解構國民黨政權治理正當性」，並打倒他的大旗之前，然而缺乏誠實

重新面對歷史的空間和勇氣，我們不僅會對戰後發展歷程有嚴重的誤解，更會喪

失踏實掌握和處理當下現實爭議僵局的可能契機。以下便以對徐的批判與質問做

為範例，提出對戰後農村土改的看法與提問作為總結。 

在這篇書評裡，我指出國府戰後推動農村土改的主觀動力是源自於當時國民

黨和共產黨中國隔海競奪中國現代化領導權的鬥爭（瞿宛文 2015），中國共產黨

採取農民革命的階級鬥爭路線，在大陸時期給予國民黨慘痛的打擊和教訓，敗退

來台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從高層決策者到農經和地政技術官僚痛定思痛，堅定

主張推動土改工作，這個歷史教訓和現實壓力形成的政治決心，是背後支撐推動

土改的重要動能。而當時國府在台能順利推動土改的客觀條件，則包括台灣規模

較小，國府現代治理能力可應付，且殖民統治留下相對好的農業與地政基礎，美

援則提供經費與技術支持，而大陸時期地政人才和日殖時期本省基層行政人才的

匯聚，則是具體研議與推動的重要支持。 

相對於共產黨以土地革命，鼓動組織農民批鬥地主，進行階級鬥爭型態的革

命；國府在台灣推動土改的過程裡，則主張以「兼顧業佃利益」的土地改革為號

召，不以組織動員農民為手段，也不以打擊消滅本省地主菁英為目的，而是希望

緩解業佃關係，扶植自耕農，強化農業增產，移轉土地資本，建立一套不同於共

產中國的土地改革路徑。 

國府推動土改時展現的政權治理模式，和徐世榮與主流論述對「黨國體制」

的理解有相當落差，黨機器並非主導土改的幕後黑手，蔣中正也非主要決策角色，

台灣農村土改清楚是由行政院長陳誠決定推動與直接領導，由農復會土地組、省

府地政局與基層地政系統建立的政策研議與執行網絡為最重要的推進者。既然國

府無意藉土改打擊本省地主菁英，而希望推動兼顧地主利益的土改，在過程裡，

當然也允許地主菁英參與土改的斡旋協商過程。這與徐想像地主菁英在土改過程

的消極和無影響力相反，事實是地主菁英並未選擇屈從，反而是透過省議會作為

博弈抵抗的中心，透過各級議會對全省地主菁英進行組織動員，形成一股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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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能量，其提出對土改的建議案，雖未全盤被接受，但確實具體影響後來陳誠

對行政院草案的修正指示。 

徐世榮對共有地主組成結構與斡旋過程的誤解，則影響他對共有小地主受到

慘痛打擊的判斷。共有地有過半數出租耕地是掌握在家族型態的共有中大地主手

上，當時國府提出從維持徵收成果和改革產權的訴求有其部分道理，但少部分純

粹出租的弱勢共有小地主受到嚴重打擊是事實，但這最後選擇犧牲共有小地主的

政治決定，是因共有小地主在政治上缺乏代言者和影響力，而成為國府決策者與

本省地主菁英間的交換籌碼，國府在土改的斡旋過程選擇犧牲最為弱勢的共有小

地主，應由當前政府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並重新檢討當時對共有小地主的衝擊，

尋求可能的補償方式。 

在當時為共有小地主極力爭取特許保留條件入法者，並非如徐誤認是仰賴本

省地主菁英照顧弱勢共有地主的自我犧牲與恩惠，而是源於共有小地主自己起身

憤而抵抗。這顯示即便是徐認定當時農村社會裡最為悲慘和弱勢的共有小地主，

面對威權體制的政府強勢徵收作為都並未選擇屈服，而是積極訴求捍衛自身財產

和生計權益，在最後階段透過請願直接參與政治斡旋過程。共有小地主透過立院

請願形成的政治參與和意見表達，促使立院黨籍外省菁英接納此項修正建議，據

此和黨政菁英進行斡旋抗衡，最終取得妥協的保留條件，勉強減低共有地徵收對

部分共有小地主的衝擊。 

由此可見，威權時期並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的，我們對戰後政權治理和運作

的認識，如果繼續只停留在以國民黨政權作為主體行動者的分析，而以所謂二二

八事件和土地改革基本上已將台灣社會各方的政治經濟勢力都予以瓦解，而選擇

將歷史實存的社會勢力和動員能量存而不論，反而無法適切掌握與檢討戰後發展

與治理過程裡，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扮演角色的功過，同時也無法面對在這些政治

博弈斡旋過程裡，威權時期台灣社會勢力與基層人民對於統治者的抵抗和挑戰，

進而重新認識與發現「戰後台灣政治社會」的構成和樣貌。 

而土改對台灣戰後社會階級構造和城鄉發展確實產生結構性的影響，因國府

研擬的土改方案本就限制只針對出租水、旱田，又因本省地主菁英的政治動員，

使國府最終對個人有與團體有保留地做出相當退讓，因此土改對當時傳統地主階

級與政治菁英來說確實產生衝擊，但這衝擊並沒有產生結構性的掃除效果。部分

本省地主菁英仍保有相當份額的農村土地，這還不包括當時未列入計算的都市土

地在內，而部分地主菁英也確實透過四大公司民營化的過程，轉而投入現代工商

業發展。 

共有地的全面徵收（少許特許保留除外），確實對當時農村社會的家族共有

傳統產生衝擊，我認為這與當時傳統大家族制的共同生活和祖業傳統開始改變有

關；同時也對當時佔共有地主戶數相當數量的共有小地主生計產生衝擊，這部分

對當時農村社會的衝擊影響及後續發展，仍有待更進一步研究探討。共有地的產



30 
 

權清理和放領，構成扶植新興自耕農的主體，然而將近 20 萬戶的小自耕農形成

的小農體制並未就此長期固著，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二十八條允許自耕農

於繳清地價後，移轉做為工業或住宅用地的制度設計，使得在當時防空疏散、人

口成長和工商業發展的用地需求下，不同地區的自耕農戶將承領地進行變更使用

或交易買賣，而成為前面提到的「田僑仔」，這樣的制度架構和土地使用變更趨

勢，對台灣戰後不同地區城鄉發展和社會階級構造的影響，仍有待具體的經驗案

例研究進一步釐清。 

而從張炎憲與徐世榮訪談舊地主的訴苦內容中，我們可看到土地改革伴隨其

後的城鄉發展，對台灣社會思考人地關係的觀念轉變，土改前，不論是農民或是

地主，主要仍是以農業耕作的角度，來看待農業用地，土地等則和灌溉條件影響

農作收益的多寡是重點，這也構成衡量土地價值的基準；然而在土改後，伴隨著

經濟發展與土地需求，對許多新自耕農和舊地主而言，看待土地價值已脫離農業

耕作的範疇，而是以土地在城鄉發展過程裡的區位劃分和交易價值為基準。這個

在空間和觀念上開始發生的「離農」過程，對台灣戰後人地關係與土地倫理的影

響是重要的衝擊與轉折，但怎樣重新面對與反思這個衝擊，也仍待更多研究進一

步的探討。 

而不論是我在第五節，對農地變更使用趨勢下田僑仔和舊地主相對剝奪感的

分析與反省，或是第六節對徐以擁有財產權為前提保衛家園論述內在矛盾的質疑

與批判，共同指向的是彭揚凱曾為文指出的警醒（彭揚凱 2015：229-234）。他指

出當代土地正義論述的主流透過把「財產權」自然化和先驗化，過度鞏固財產權

作為天賦人權般的本質，形成面對捍衛私人產權論述時不可質疑和論辯的道德化

路障。這導致的普遍效果是國家對於空間規劃介入的必要性和公共性的破產與退

場，以財產權為核心的保衛家園論述，反而進而成為鞏固財產權作為土地最高律

令，以土地市場和增值利益為主導價值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想像。 

而當下台灣社會在產業發展與轉型政策上面，對工業區長期閒置用地徵收問

題爭議，以及各地區農地農舍和農地工廠對於台灣社會整體國土計畫和農糧政策

的衝擊辯論，這些嚴峻的問題都再再突顯把捍衛私人產權無限上綱，造成國家規

劃權破產退出，社會公共性瓦解和缺乏辯論空間的嚴重惡果。而我們怎麼重新拆

解和架接重建國家規劃權和適度保障私人產權間的制度關係，才是這一波應重新

思考和展開辯論的核心問題，這也是活在台灣當代社會的我們，關切台灣社會發

展和國土空間問題者，不可迴避的共同挑戰和難題。 

限於篇幅，我這篇書評僅能作為對徐世榮台灣農村土改論述的批判總綱，先

透過提綱挈領的提出批評與質問，尚有部分重要的歷史事實與政策課題未能全面

展開與觸及。我誠懇期盼徐世榮教授和遠足出版社對此兩篇書評與勘誤表能有正

面回應，形成對台灣學界和社會一場良性的知識辯論和意見交流範例，我也願意

以此批判總綱為基礎，繼續和徐針對戰後農村土改進行更深入和全面展開的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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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會是徐教授多年來殷切期盼台灣社會能重新面對與反思戰後農村土改歷

史經驗的一個必要的過程與路徑，同時也會藉此重新打開對當下各項空間計畫和

土地問題爭議另外一個層面的歷史反省和辯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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